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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GDP的计算及其问题[1] 
余斌、丁晓钦 

 
    摘要：GDP的计算和分解之所以存在问题，就在于其违背了劳动价值理论，从而丧失了科学的理
论基础。而GDP的最主要的意义只不过在于，用模糊的指标来妨碍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福利情况的真切
关注。我们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产品价值和价值产品的论述，重新建
构社会经济福利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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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已经认识到，GDP存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等问
题。而本文则试图对于这个被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宏观经济学指标进
行更深入的分析，进一步揭示这个指标在计算和分析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GDP的计算 
西方经济学中的GDP是指，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有

两种方法来计算GDP：1、支出法，加总家庭的总支出，这里只计算最终产品，即最终由消费者所购
买和使用的那些东西。因此，GDP包括面包而不包括面粉。2、收入法，加总企业支付的总收入（工
资、租金和利润）。西方经济学认为，由于经济中所有的支出最终要成为某人的收入，所以，无论如

何计算，GDP都是相同的。[1] 

在计算GDP时，西方经济学要求计入为购买各生产要素所支付的成本，同时扣除所有对其他企业
的支付。这样，工资、薪水、利息、股息等形式的企业成本都计入了附加值，而对面粉、钢材、电力
的购买则不会计入附加值。这些购买将会由其他企业在计算GDP时以附加值的形式适当地计入。 

当生产出来的一种中间物品没有被使用，而是增加了企业以后使用或出售的存货时，中间物品被
暂时作为“最终”物品，其价值作为存货投资而加到GDP中。当以后使用或销售中间物品存货时，企
业的存货投资是负的，因此后一个时期的GDP就减少了。 

计算GDP的第二种方法就是统计生产要素的收入（工资、利息、租金、利润）的总和，这些收入
是社会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此外，如果你住自己的房，则被认为是在向自己付房租。这是国民账户

中许多“设算收入”（或衍生收入）中的一个。[2] 

这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正好相等。例如，凯伦为多戈给她修剪草坪而支付100美元。在这种情况
下，多戈是一种劳务的卖者，而凯伦是买者。多戈赚了100美元，而凯伦支出了100美元。 

 
二、GDP的计算问题 
首先，计算工人自有房屋的房租是重复计算。这是因为，工人住自己的房子所付房租不是向自己

付的，而是向资本家付的。在资本家的利润中已经算入了工人的房租，从而“设算”工人自有住房的
租金收入，是重复计算。 

“拥有价值1000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确不再是无产者了，然而只有萨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才能
称他是资本家。但是，我们这个工人身上的资本家特征还有其另一方面。我们假定，在某个工业地区
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已经成为通例。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
房；住房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
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说的铁的规律’，也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



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省下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
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
动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成为资本，但
这个资本不归他自己所有，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可见，萨克斯先生甚至连在纸面上也

没有能把自己的那个工人变成资本家。”[3] 

其次，GDP计算的最大问题在于，它还在重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亚当·斯密的错误。 
“亚·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

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
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v+m，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
值。…… 

亚·斯密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等同起来。后者只是过去一年劳动的产
品；前者除此以外，还包含在生产年产品时消费掉的、然而是前一年生产的、一部分甚至是前几年生
产的一切价值要素——生产资料，它们的价值只是再现而已，就它们的价值来说，它们既不是过去一
年间耗费的劳动生产的，也不是它再生产的。亚·斯密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从而赶走了年
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这种混淆本身建立在他的基本观点的另一个错误上：他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
二重性，这就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创造使用物品(使
用价值)。每年生产的商品的总额，即全部年产品，是过去一年发生作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这一切
商品所以存在，只是因为社会地使用的劳动已经在各种有用劳动的一个枝杈繁多的系统中耗费。只是
因为如此，在生产它们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才得以保留在它们的总价值中，而以新的实物形式
再现出来。因此，全部年产品是当年耗费的有用劳动的结果，但年产品价值只有一部分是当年创造出

来的；这一部分就是年价值产品，它体现了一年之内所推动的劳动的总和。”[4] 

这也就是说，尽管凯伦支出了100美元，但是多戈并没有赚100美元，她要扣除剪草机的磨损（通
常以折旧表示）20美元，只能说赚了80美元。也就是说，这80美元才能算作她的劳动收入。如果多戈
以为自己赚了100美元就将其全部消费掉，那么，她将无法持续从事剪草坪的活动。 

由于GDP中包含折旧，因此，如果按收入法将工资、利息、租金、利润加总来计算GDP，那么，
这个结果就一定不会与按支出法或产品法计算的GDP相等。实际上，统计部门在用收入法实际统计

GDP时已经加上了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5]，只是西方经济学家们似乎还不了解。 

由于包含折旧，因此，GDP与马克思所说的一国内当期生产的价值产品即新增价值不等，但它也
与马克思所说的一国内当期生产的产品价值不等。这是因为，GDP既不包含中间产品，又包含了马克

思并不视为价值生产的一些活动，比如SNA的GDP核算中就包括卖淫、贩毒等活动[6]。 

由于没有扣除折旧，GDP的增长可以建立在现有资源和财富的不计成本的损耗上。这就为操纵
GDP，虚构繁荣创造了条件。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就提出过这样一个繁荣经济的“建议”：
“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而把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
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当然，要通过投标来取得在
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那末，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而且在受到由此而造成的反响的推动下，

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7]与之相比，1998年中国遭遇特大洪灾，洪
灾的损失没有从GDP中扣除，而抗洪救灾的支出则计入了GDP，以至于国内有人甚至发出了洪灾有助
于GDP的“感慨”。 

 
三、GDP的分解 
在西方经济学中，GDP（用Y表示）被分为四个组成部分：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以及净

出口(NX)，即 
Y=C+I+G+NX
西方经济学认为，上述等式是一个恒等式。也就是说，不仅GDP可以分解成这四个部分，而且这

四个部分的和也等于GDP，而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 
第一，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购买是指政府在其雇员身上的一切薪金开支加上它向私人企业购买

的物品。但是，薪金开支是政府支出的货币，而在GDP的计算中只包含商品和劳务，因此，政府购买
的这一部分只能是政府雇员用其薪金收入购买的商品和劳务。但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问题，即政府
雇员的消费是否也算入了家庭消费？如果是，显然存在重复计算。如果没有，那么如何在统计消费
时，将政府雇员与其非政府雇员的家人分开？ 

例如，假设政府从多戈那里收取20美元的税支付给其雇员曼昆，不考虑剪刀或剪草机，那么，我
们有凯伦的消费支出100美元，多戈的销售收入100美元收入，纳税20美元，政府雇员曼昆的收入20美
元。按产品流量计算，这里只有修剪好的草坪值100美元，即GDP为100美元；但是按分解法算，这里
有100美元消费和20美元政府购买，从而GDP应当为120美元，与产品流量法的计算结果不同。显然，
只有把政府提供的劳务视为政府购买，并强令其价值等于人们缴纳的税收，同时还要在支出法中算上
人们的纳税支出，分解法才有可能与支出法以及收入法（要计算政府雇员的收入）算出同样的GDP。



 

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政府购买其实是居民购买政府服务的支出，恰当的简称应当是“购买政府”。
例如：在这里，收入法的结果是凯伦的100美元加上曼昆的20美元，等于120美元；支出法的结果是凯
伦的消费支出100美元加上多戈的纳税支出20美元，等于120美元；分解法的结果是消费100美元加上
购买政府20美元，等于120美元；产品流量法的结果是多戈的劳务100美元加上政府的服务20美元，等
于120美元。 

现在，这四种方法计算的GDP在上面的例子中终于相等了。但是，尽管如此，政府的所谓服务并
不是生产性活动，是不应当计算价值的。难道美国政府在朝鲜战场上损兵折将，也是对美国GDP的贡
献吗？ 

第二，西方经济学认为，投资意味着牺牲当前消费以增加未来消费。人们现在不吃掉更多的比萨
饼，而是新建一个比萨饼炉，为的是将来能生产更多的比萨饼供消费。但实际上，保存现有的生产能
力也需要补偿消耗掉的投资品。当新建一个比萨饼炉只不过为了补偿年久报废的一个旧比萨炉时，并
不能使将来生产更多的比萨饼，除非新炉与旧炉相比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投资与牺牲当前的消费无
关，只不过没有坐吃山空而已。 

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将存货列入投资。但是，IBM因为销售不了而被迫库存的电脑并不是用来
提高IBM未来生产能力的耐用品，为什么要将其列入投资呢？而且，这种投资的增加只不过表明资本
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遇到了阻碍，是危机将要出现的信号，而决不是未来生产能力扩大的信号。 

同时，IBM的库存中除了成品电脑外，还有半成品和原材料，而这种中间产品是不计入GDP的。
但如果它们计入库存投资，并与消费等相加的话，那就意味着上述分解法所计算的GDP包括中间产
品，与不包括中间产品的GDP计算相矛盾。 

假如，多戈从曼昆手里买来20美元的剪刀为凯伦剪草坪，而这剪刀是曼昆当期仅投入自己的劳动
力生产的。于是，总支出为凯伦的100美元+多戈的20美元=120美元，总收入为多戈的100美元+曼昆的
20美元=120美元。GDP的两种算法相同，都是120美元。 

但问题是，若要此GDP分解为消费加投资（这里不涉及政府购买和净出口），那么，这120美元
如何分解？凯伦的100美元无疑是消费支出，但曼昆的20美元是算消费支出，还是算投资？由于这20
美元是花在生产设备上的，因而算消费支出不合适；但如果算投资，此投资与IBM的存货投资有很大
的不同。这是因为，IBM没有卖出去的电脑，在期末仍然存在，不仅实物存在，其价值也存在；而曼
昆生产的剪刀已然报废，不再作为剪刀而只是作为废物或剪刀的尸体存在，其价值也不存在，而是转
移到了凯伦的价值100美元的漂亮的草坪上。也就是说，这20美元如果算在投资上，那么，这个投资
在期末并不存在。问题就在于，GDP没有考虑生产消费。 

而按马克思的算法就不存在矛盾。在这里，价值产品和产品价值均是100美元，生活消费为100美
元（草坪）。报废的剪刀算作生产消费，生产消费为20美元，与20美元的投资相抵消。曼昆的收入为
20美元，多戈的收入为80美元，并持有补偿其购买剪刀投资的20美元。时期初，凯伦手上有100美
元，多戈手上有20美元，合计120美元；时期末，多戈手上有100美元，曼昆手上有20美元，合计亦为
120美元。 

第三，净出口在这里之所以能够在这里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是因为，净出口为负值的国家，
没有为净进口的商品支付相应的等价物。如果该国是用黄金或外汇储备来支付净进口的商品，那么净
出口就会为零，从而也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分解。 

上述分解式，主要适合美国这样的拿自行印刷的纸币（美元）来支付净进口商品的国家。这些纸
币不代表任何价值，而只代表美国中央银行的债务。因而在GDP的分解式中加上为负值的净出口，忽
略了美国实际占有的财富。 

或许有人会说，欠债早完要还的，美国对外付出的美元，可以流回美国换取美国生产的商品。但
是，一方面，美元会贬值，今天出口商品到美国换回的美元，明天只能换回部分的商品；另一方面，
美元的购买范围也会受到限制。“外资机构拿着美元可以在中国肆意收购，美元在中国拥有着超越人
民币的购买权利，可以从事着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持有人民币也做不到的事。相反，中国持有的
美元在美国本土除了可以购买美国债权却难以购买中国所需要的股权、技术和商品。中国人手持美元
到了美国才发现，中国人拥有的美元之权利被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美元不

再是一般等价物。”[8]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到中国来，随身带美元就行，可以到中国换成人民币使
用；但中国人到美国去，却不能只是随身带人民币，到美国换美元用。西方强国的金融霸权进一步使
得GDP的分解式失去了意义。 

而且，在GDP分解式中，我们注意到，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实质是购买政府）都是一国居民
的支出，而（为正值的）净出口要与这三者相加，显然，这个净出口也必然是一种支出。但是，一国
的居民为什么要像支出消费、投资和购买政府一样支出净出口呢？难道净进口国可以像净出口国政府
一样，对净出口国居民“征税”吗？ 

最后，正如西方经济学将卖不出去的商品狭隘地理解为投资一样，其在GDP的分解中也没有考虑
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储备，如粮食储备等，或者说把它与卖不出去的商品同列为存货投资。近年来，
世界粮食短缺引发多国社会动荡就暴露出西方经济学这一见解的狭隘性。 

 

 



四、GDP的误差与遗漏 
GDP的误差与遗漏项较为琐碎，这里只谈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西方经济学认为，GDP忽略了机会成本。例如，高校的学生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国民

账户记录了学费，却忽略了机会成本。但是，假如你手头有一张纸，你可以将它做成贺卡，也可以将
它做成信封。如果你把它做成贺卡了，你的机会成本就是信封。而如果要把机会成本计入GDP，即同
时计算贺卡和不存在的信封的价值，显然就是把一张纸当作了两张纸来计算，就会出现严重的重复计
算。 

第二，西方经济学认为，GDP未计入休闲时间的效用价值，并认为平均来看，美国人在休闲娱乐
活动中付出的时间与在赚钱的工作活动中花费的时间相同。但是，休闲并非直接的生产活动，至多只
能算作劳动力的再生产，其价值已包含在劳动者的工资之中。休闲时间自然不能重复参与价值计算。
另一方面，休闲与工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只是谋生
的手段，是在饥饿的迫使下丧失个人意志、既不民主也不自由地服从他人（老板及其经理）意志的活
动。工作之外才是生活。 

第三，西方经济学认为，地下经济活动不向政府报告收入情况，比如，小费是有价值的劳务收入
但却不能如实向政府报告，政府部门只能进行估计。但是，如果服务员没有向政府报告小费收入，那
么顾客也一定同样没有向政府报告小费支出，否则政府完全可以根据顾客报告的小费支出来准确地测
算服务员的小费收入，从而这种不如实的报告所产出的遗漏不会造成收入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
差，反倒是政府官员的单方面估计会是统计误差的一个来源。 

第四，西方经济学认为，GDP忽略了对环境的破坏，并认为这是因为污染企业没有为外溢效应付
出货币代价。但是，即便污染企业为外溢效应付出了货币代价又如何呢？不是有发达国家出钱给发展
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包括核废料的堆放场所吗？难道因为污染企业付出了货币代价，环
境就没有被破坏吗？ 

由于环境涉及众多人口，包括富人和穷人，因而环境的破坏就像当年可以传染给富人的传染病一
样，已经引起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政府及经济学家的重视，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但是，GDP所遗漏
的与环境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事项是劳动者人身的损害。劳动者的寿命缩减、工伤残疾以及劳动
能力在退休年龄前的提前报废都没有从GDP中予以扣除。 

“棉纺织业有90年的历史……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9]“资本主义生

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10]。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口众多，但广东等发达地区由
于劳动保护不足导致工伤致残等浪费人身材料的行为以及其他原因而出现了民工荒。显然，包括环境
损害、资源消耗和劳动力损害在内的“人文GDP”要远比绿色GDP和GDP重要得多。 

 
五、GDP的意义 
GDP的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用模糊的指标来妨碍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福利情况的真切关注。 
甚至美国的经济杀手们都意识到，“GNP的增长可能导致其仅仅对一个人有利，比如这个人拥有

一个公用事业公司并且即使人口的大多数负债累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而从统计学观点来看，这

些被记录为经济增长。”[11] 

而与GNP相比，GDP更加具有欺骗性，尤其是对大量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外资企
业在一国的产出计入当地的GDP，而不计入当地的GNP。对GDP的盲目推崇，正好掩盖了发达国家通
过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目前，石油‘七姐妹’(世界七大石油公司)只向较穷的能增加而
非降低他们对石油收入依赖性的石油国家支付石油开采费。一旦石油采完，这些国家就会回到原来的

落后状态。”[12] 

 
六、小结 
GDP的计算和分解之所以存在问题，就在于其违背了劳动价值理论，从而丧失了科学的理论基

础。我们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产品价值和价值产品的论述，重新建构
社会经济福利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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